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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的互动关系*

朱志先 ( 湖北科技学院人文与传媒学院教授) ①

在明代史学批评史上，传统的史学理论、批评理念、批评方法是一笔无形的宝贵财富，为明代
学者进行史学批评提供理论指导和方法借鉴，尤其刘知幾所撰《史通》对明代的史学批评影响深
远。同时，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，一定程度上又推动史学批评理论向更高水平发展，形成一种
良性互动关系。恰如瞿林东先生所言，“从史学自身的意义上说，甚至可以认为，中国古代史学批
评史造就了中国古代史学理论”，①“史学批评中总是会闪烁出史学理论的火花，而史学理论中则往
往包含着史学批评的内容，它们是相辅相成的关系”。② 鉴于此，笔者拟从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
评的互动关系着手，考察两者之间是怎样进行互动，怎样成为中国古代史学批评史上一道靓丽风景的。

一、权舆准的: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

中国传统史学理论蕴含着丰富的内容，不同历史时段特色各异，诸如经与史、文与质、繁与简、直
书与曲笔、会通与断代、心术与名教、《春秋》笔法、实录、褒贬、信史、史权、史法、史意、史才、史德、良
史等，这些理论似无形的指挥棒成为学人评判史家、史著及史学现象的标尺。明代史学评点兴盛，体
现撰述理念的《春秋》笔法、史家素养的良史之才、史著水平的史家优劣等史学理论对明代学人产生
莫大影响。
讲求属辞比事的《春秋》笔法，借助微言大义彰显其褒贬善恶的价值判断，逐渐成为著史及评判

史著的一种范例。明代学者在面对华夷之辨及孰为正统的境遇下，《春秋》褒贬义例自然成为其评价
史家史著的法宝。孙应鳌评丘濬《世史正纲》时言“持义当，其于取法《春秋》，以明人心之旨”; ③何瑭
称《通鉴纲目前编》“取法于《春秋》《纲目》，其用心可谓劳矣”; ④陈邦瞻赞誉谢陛《季汉书》，“得《春
秋》之遗意”，使“正论始尽伸，僣渎不复容矣”; ⑤李义壮言柯维骐《宋史新编》“击异以统同，纲举目
随”，得“春秋之旨也”。⑥ 王洙《宋史质》序言中亦称“史者《春秋》之教也，论《春秋》者曰明三王之
道”。⑦ 邵经邦甚至言“夫所贵乎良史者”，“其大要须存《春秋》之义，锱铢不可爽也”。⑧ 孙应鳌、何
瑭、陈邦瞻、李义壮、王洙、邵经邦俱以《春秋》之义为标准，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。尤其是谢陛在《季
汉书》受到批评时，他盛誉自己的著作，“欲于列传之史，接踵范氏春秋之义，比肩习氏，奚不可哉? 陈
寿有知，固当心服地下矣”。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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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

在中国传统史学话语体系中，“良史”是评判史家主体及史学著述的重要标准，“塑造了古代史
学的学术品格和史家的精神范式”，影响深远。① 明代学者即以“良史”作为批评史家史著的标准之
一。徐 称《季汉书》“降魏为传，又著五十八论，真良史才也”; ②吴应箕认为姚允明《史书》“非具良
史才，又积岁覃精，行坚志特者，乌睹有是哉”?③ 唐世济赞誉沈朝阳《通鉴纪事本末前编》“素臣之
业，良史之遗也”; ④余铎称赵弼《雪航肤见》“为良史直笔，无庸喙矣”; ⑤钱谦益言钱岱《两晋南北史
合纂》“举要钩玄，或笔或削，盖称良史”。⑥

中国史学史发展的历程中，自《史记》《汉书》产生以后，史家们逐渐有意识地把众史放在一起，
着眼于撰述体例、史料采择、叙事之美等评析史家史著优劣，进而形成一定的史学理论。这种辨析异
同、褒贬史学的理论，推动了明代史学批评的多元发展。如文德翼《皇明法传序》言“郑端简《吾学》
一编，洁体选言，庶几太史流亚; 他则传者，惟陈氏《通纪》一书而已”，“钱塘高叟备取十五朝行事而
汇集之，其为书大氐仿陈氏《通纪》而续之。然剜精铲采于叟之功为多”。⑦ 李贞《史窃序》言“二百年
来，业班马者毋虑数十家，惟郑端简晓《吾学编》与吾邑陈明府建《通纪》为最，然近代事未之详也”。⑧

薛应旂《宪章录序》言“迩来见《通纪》仿编年而芜鄙，《吾学编》效纪传而断落，遂不辞衰惫，尽出旧所
录者，摘什一于千百，汇为斯编，与经世者共之”。⑨ 无论文德翼、李贞、薛应旂赞誉抑或诟病《吾学
编》和《皇明通纪》，史家褒贬之下，它们既是众人仰慕的对象，亦是学界批判的靶子。陈懿典在评价
马维铭《史书纂略》时，对唐顺之《左编》、李贽《藏书》、邓元锡《函史》进行比较:“《左编》之作以二十
一史为主，而旁搜稗史以成是编。近又有李卓吾之《藏书》、邓潜谷之《函史》，并行于世。然《左编》
有义例，而无议论;《藏书》则本《左编》写，独见而为品骘; 《函史》外篇以缵八书诸志，内篇以君典臣
谟缵本纪、列传。读者于《左编》则苦其端绪之多，于《藏书》则警其褒贬之怪，于《函史》则便其代各
为系，而尤疑其挂漏之未免”，瑏瑠而《史书纂略》与《左编》《藏书》《函史》相比，“虽相类，而用意周密，
尤为过之”。瑏瑡 沈朝阳在评介其父沈越《皇明嘉隆两朝闻见纪》时，更是与陈建《通纪》、薛应旂《宪章
录》、王世贞《国朝纪要》、郑晓《吾学编》、高岱《鸿猷录》等逐一予以比较，评其高下。瑏瑢 查继佐评析
明代实录、《皇明通纪》《吾学编》《皇明史概》《皇明书》时，指出“《国初实录》时或有爱憎，且存忌讳。
《通纪》略矣。《吾学编》太质，以四六横纵故事，情未挚。《史概》信而芜，史料勤细，故良备，然似酷
仿太史公文法。《明书》非自见之笔。嗟乎! 难矣。”瑏瑣陈懿典、沈朝阳、查继佐在批评史著时，非常灵
活地运用史学褒贬的理论，依据体例、史料、繁简、叙事等标准对相关史著予以批评，纵横捭阖中展现
了传统史学理论对明代史学批评实践的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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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史学审美:《史通》对明代史学批评的影响

刘知幾《史通》是中国史学发展史上第一部系统的史学理论著作，其间包含有丰富的史学批评理
论。《史通》在史学自身的构成上，主要从五个方面展开论述，即史学渊源、流别、史学社会功用、史书
编撰要求、史学主体修养和史学批评主旨。① 对于为何要展开史学批评，刘知幾指出，只有通过对相
关著述进行合理的批评，“辨其流”，“通其义”，明其“指归”，究其“本源”，才能使后人明晰其著述之
旨。② 况且，“明月之珠不能无瑕，夜光之璧不能无颣”。③ 任何著述都有优点和缺憾，只有采取客观
的态度，才能更好地去认识、去批评。
《史通》蕴含着浓厚的批评意识和积极的批评态度，深深地吸引着大批明代学者去研读、批评，④乃
至去继承和发展。像杨慎、于慎行、焦竑、何乔新、何良俊、詹景凤、袁黄、胡应麟、⑤陈文龙、朱明镐等，他
们的评史文章一定程度都受到刘知幾《史通》的影响，具体体现在史家修养、史书繁简、史书体裁、史馆
修史、评历代史书等方面。⑥ 以《史记》为例，刘知幾在《史通》大部分篇章里，对《史记》都有所批评，属
于解剖式的细致分析，涉及《史记》的篇章结构、叙事风格及文字表述等。这是刘知幾对《史记》进行编
辑技术层面的批评。⑦ 刘知幾此种评判理论亦可谓史学审美式批评，⑧对明代学人影响甚大。
在篇章结构方面，刘知幾认为史书的篇章结构，类似于国家的律令，只有规范的结构才能使历史

史实更好地展现出来。⑨ 诸如《尚书》《春秋》“以日月为远近，年世为前后，用使阅之者雁行鱼贯，皎
然可寻”，《史记》“错综成篇，区分类聚”，《汉书》秉承《史记》，“于其间则有统体不一，名目相违，朱
紫以之混淆，冠履于焉颠倒，盖可得而言者矣”。瑏瑠 因此，刘知幾对史书的结构编次论之较多。对于
司马迁将项羽纳入本纪，刘知幾认为“诸侯而称本纪，求名责实，再三乖谬”，瑏瑡“夫史之篇目，皆迁所
创，岂以自我作故，而名实无准”。瑏瑢 对于史书编纂中名实是否相符的现象，明人亦论之较多。胡应
麟称“史迁列羽纪也，班氏列羽传也，各有当焉”。瑏瑣 郝敬言项羽灭秦，分封诸侯，“已擅天下为帝王，
为之本纪，非过也”。瑏瑤 凌稚隆认为《汉书》中各种合传，“虽不标立别名如儒林、循吏例，而同传之意
自见”，因班固采取以类相从的原则，使具有相同特征的人物群体归于一传，从篇章结构的角度讲颇
得立传之法。瑏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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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叙事风格方面，刘知幾讲求叙事之美。“夫史之称美者，以叙事为先”，①而“国史之美者，以叙
事为工，而叙事之工者，以简要为主”②。刘知幾指出，为史之美在于叙事，讲求文辞雅致，讲求简明
扼要。明代学人受其影响，以注重叙事之美的方式批评史著者较多。何良俊称范晔《后汉书》“简而
不漏，繁而不芜，亦可称名史，故世以与班固书并行，似不为过”;《三国志》“称为秽史，然其叙事简严
质实，犹不失史家体格”;《晋书》成于众人之手，“最为冗杂”。③ 何良俊是从叙事繁简的角度评析《后
汉书》《三国志》及《晋书》。杨慎就史文繁简问题，批评宋、元时期为文冗杂，像《宋史》“览之数过，
亦不知其首尾”。④ 王圻则从叙事审美的角度，认为《史记》“疏荡”，《汉书》“跌宕”“有旨趣”，《后汉
书》“无文气”。⑤ 王世贞在评析班固的行文时，指出班固叙事，“虽不得如化工肖物，犹是顾恺之、陆
探微写生。东京以还重可得乎? 陈寿简质，差胜范晔，然宛缛详至，大不及也”。⑥ 王世贞在形容班
固叙事之美时，以顾恺之、陆探微的写生比拟之，并且和范晔、陈寿进行比较，字里行间透露出其对班
固为文的赞美之辞。
在作史态度方面，刘知幾赞誉“肆情奋笔”“仗气直书”及“善恶必书”; ⑦著史时，应“爱而知其

丑，憎而知其善，善恶必书，斯为实录”。⑧ 明代学者在评判史著时，常常以直书、实录为准的。陆深
称“史之为义也，不掩恶，不虚美。美者因其美以美之，虽有其恶不加毁也。恶者因其恶而恶之，虽有
其美不加誉也”; ⑨杨慎曰“国史亦难信，则在秉笔者之邪正也”，瑏瑠“史官直书时事以垂久远，其职分
也”。瑏瑡 焦竑亦认为“夫记德之史，褒功之诏，传信于天下，史氏职也”，瑏瑢而郑晓《吾学编》等书“多载
懿行，而巨憝宵人幸逃斧钺，史称梼杌，义不甚然”，应“善恶并存”。瑏瑣 陆深、杨慎、焦竑赞成刘知幾的
观点，亦认为著史者应直书其事，并以此来评判史家优劣。

三、守先待后:明代史学批评推动传统史学理论的进一步发展

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史上，明代官修史书衰落，私人撰史兴盛，史评风气浓厚。史家不仅对历代
正史予以评判，对当代史家、史著、史学现象亦是批评甚多。尤其是明代中叶以后，士人渐趋活跃，
“或专讲心学; 或放浪形骸; 或放言高论，批评时政，一时风气丕变。其影响到史学，是激烈的史论出
现。史学家以激昂之笔，褒贬人物，品评史事，千古史权，握于其手”。瑏瑤 对于此种现象，仓修良先生
以“再度以褒贬为中心的明代史学”来概括其特征。瑏瑥 在史学批评的实践中，明代学者不仅以传统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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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良俊:《四友斋丛说》卷 5《史一》，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2 年版，第 35 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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史学理论为准的进行批评，同时，又丰富了史学理论的内容，推动史学理论向更高层次发展。
在史书撰述及史学批评中，史家修养起到很重要的作用，历代学者对此论之甚多。① 刘知幾称史

家应“仗气直书”及“善恶必书”。元代揭傒斯言修史者，“有学问文章，而不知史事者不可与; 有学问
文章知史事，而心术不正者不可与。用人之道，又当以心术为本也”。② 王祎称“公是公非，记善恶以
志鉴诫，自非擅良史之才者，其孰能明公议，以取信于万世乎! 故人主极天下之尊，而公议所以摄人主，

公议极天下之正，而史官又所以持公议者”。③ 余继登称史官修史，“捃摭故实，备册书明示将来，用垂
法戒。非一人之书，而天下之公也。非一时之书，而万世之公也”。④ 胡应麟认为史家的素养，“才、
学、识三长足尽史乎? 未也。有公心焉、直笔焉，五者兼之，仲尼是也”。⑤ 对于史家的素养，由刘知幾所
言董狐直笔，揭傒斯讲求史家心术，王祎指出良史应秉持公议，余继登认为修史应有万世之公的意识，而

胡应麟则认为修史者才、学、识之外，更应兼备公心与直笔。此种对史家修养要求的变化，实际是史家继
承他人研究的基础上，在大量史学实践中感悟所得。⑥ 其实，在胡应麟之前，薛蕙对修史者已提出了四
种要求，即史家应“深于道德”“通于政教”“明于人情”“精于文艺”，唯有如此，才具备良史的资格。⑦

有关明代史学存在状态的经典概述，当属王世贞所论。其言曰:“国史人恣而善蔽真，其叙章典、
述文献，不可废也; 野史人臆而善失真，其征是非、削讳忌，不可废也; 家史人谀而善溢真，其赞宗阀、
表官绩，不可废也。”⑧王世贞归结明代官修国史因“人恣”而“蔽真”，私修野史因“人臆”而“失真”，私
撰家史因“人谀”而“溢真”。明代以来，学者们在评价明代修史状况时，多会直接或间接引用王世贞此
论。卫承芳《明政统宗叙》言“明无史，非无史也，夫人而能为史也。夫人而能为史，何以无史? 弇州氏
言之矣:‘国史之人恣，野史之人臆，家史之人谀。谀者可以益小人，恣者不免诬君子。臆者可以乱一时
耳目之实，恣者不免殽万世斧袞之公’”。⑨ 卫承芳是直接引用王世贞之论来支撑自己的观点。
更多的是间接引用王世贞有关国史、野史、家史的论点，或是因袭其说而未予以注明。如祝世禄

称:“夫家史兴而善失真，美而溢者也;野史兴而善涉谬，传而误者也; 稗史兴而善入讹，琐而鄙者也……
至弇州以论著高，一代国故家乘，异同亡所不订，阙疑无所不考，沾沾命世。”瑏瑠张岱言: “第见有明一
代，国史失诬，家史失谀，野史失臆，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。”瑏瑡陈登云则言“世之以纂
述自号者，其弊多端”，表现为“挟隙而多诬”“轻听而多舛”及“好怪而多诞”。瑏瑢 祝世禄、张岱属于对
王世贞观点的间接引用，而陈登云则属于因袭王世贞之说。王世贞关于国史、野史、家史的论断备受
明代学者关注，说明此论对明代修史状况的批评颇有道理。实际上，王世贞此说亦是在明代众多批
评实践中延伸而来，经过不断积淀，最终形成在理论方面的经典概括。在王世贞之前，郑晓、杨慎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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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深层探讨

学者对明代国史失职、野史不真，已有论析。郑晓称，“我朝虽设修撰、编修、检讨为史官，特有其名
耳。《实录》进呈，焚草液池，一字不传。况中间类多细事，重大政体，进退人材，多不录”，①“国朝小
说书数十种中，亦有浪传不足信者。惟《野录》中一事极可恶……好事者为《野录》，遂妄言耳”。② 杨
慎指出“历代皆有国史，而往往不无舛漏。于是岩穴之士，网罗散失，捃摭逸事，以为野史可以补正史
之阙。然野史不可尽信”。③ 按: 郑晓、杨慎有关明代国史、野史修撰中存在弊端的论述，要早于王世
贞，不管王世贞在著述中是否参依过郑晓、杨慎之说，至少可以说明王世贞的史学批评理论并非空穴
来风，应该源于明代史学批评的实践之中。

结 语

明代中叶以后，文学复古运动兴起，由评点《史记》《汉书》进而演进到对相关正史的批评。随着
官修实录的流出，私人撰史层出不穷，水平高下不一，明代学者纷纷著书立说对此现象予以评论。而
中国传统史学理论的流播，尤其是《史通》为明代史学批评提供了很好的理论参照，有力推动了明代
史学批评实践的多元发展。
明代学者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，对于如何展开批评，纷纷提出自己的理论思考。焦竑言，“学道者当尽

扫古人之刍狗，从自己胸中辟取一片乾坤，方成真受用，何至甘心死人脚下”。④ 即作为学者应该具有批评
意识，但这种批评不能像刘知幾“多轻肆讥评，伤于苛刻”，⑤“凡作议论文字，须令核实无差忒乃可”。⑥ 鉴
于“论人之著作，如相家观人”，焦竑指出欲客观评析他人著述，应“得其神而后形色气骨可得而知”，“不得
其神，未可论其法，不知其人，未有能得其神者”。⑦ 当世人对班马异同众说纷纭、莫衷一是时，徐孚远指出
其中的玄机:“夫构文之家重神简，征实之家采事迹，此二者所为折衷也。”⑧钱谦益进而认为对于班马优
劣，应“得古人作史之指要”，⑨“读班、马之书，辨论其同异，当知其大段落、大关键，来龙何处，结局如
何”。瑏瑠 钱氏主要从作史的角度，指出在辨析班马异同时，应把握古人作史的要领，不能仅满足于讨论《史》
《汉》的文辞，不仅要知其然，还应知其所以然，这样对班马异同的评判在理论上更上一个层次。
明代大量的史学批评实践拓展了史学理论的内容，使其变得更加丰富多彩。诸如《史通》中言及

六家、二体，剖析不同史著之差异。焦竑在参阅正史时，发现同一作者之著述，亦有体例不同之现象。
他以李延寿所作《南史》《北史》、欧阳修《唐史》《五代史》为例，提出“史笔纪载不同”“史法之异”的
观点。瑏瑡 对于明代实录中，只有三品以上的官员才能立传，焦竑则希望修国史时，应该“贵贱并列，不
必以位为断”，“善恶并列，不必以人为断”。瑏瑢 胡应麟以著者为例，对历代正史予以评判，提出“圣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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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史”“贤人之史”“文人之史”“乱人之史”“小人之史”及“夷人之史”的观点。① 陈深《诸史品节·
凡例》中言，“批评亦有三品”，即佳品、神品、妙品。② 明代史学批评实践为传统史学理论的凝练与升
华提供了很好的试验场，使史学理论呈现出纷繁色彩。
中国传统史学理论与明代史学批评之间的良性互动，明代学者批评他人著述及被他人所批评，

这种学术自觉一定程度上也促进明代史著的繁荣发展，“不仅表现在史书编撰，更表现在对史学理论
问题的思考和对历史的批判，表现在实学精神下对史学经世之旨的强调和对史学严肃性的坚持”。③

并且，“在这不断地自我批评和自我克服之中，涌现出了一批优秀的史家和史著，把明代史学的发展
逐步推向了高潮，为明清之际出现的史学高峰，奠定了思想和学术的基础”。④

史学批评与史学话语体系的构建

邹兆辰 ( 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)

史学批评是伴随史学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经常现象。历代史家根据当时社会和学术发展的需要，
在继承前人的著史理念、体例、方法进行史学撰述时，往往还会对前代学人的著作进行整体的或局部
的评论，提出或褒或贬、或有褒有贬的论述。也有少数史学评论家从史学发展的整体角度对前人的
历史著述进行总结性评论，提出一些问题。这种现象一直贯穿在中国史学发展史中，但长期以来史
学史并没有形成一个学科，缺乏对于史学批评现象进行系统性的总结、研讨，直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新
时期，由于史学史学科的发展，当代中国史学家才能对古代史学批评进行学理性的探讨。
发现并提出史学批评的问题，需要对中国史学发展有系统深入的研讨，对史学史有深厚的学识

积累，还需要有敏锐的学术反思精神，能够对史学批评的各种现象进行理论性的思考。瞿林东先生
从 1964 年起跟随白寿彝先生研读中国古代史学史，在教学科研实践中，从集中关注唐代史学扩展到
整个中国古代史学，撰写了通贯性的中国史学史著作。在长期读史过程中，深刻地察觉到中国史学
史上这样一种现象，他强烈感受到这种现象是推动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一种动力，有必要认真加以

梳理，于是他以“史学批评”的名目，开始对其进行了持续、系统研究。从 1991 年 1 月起，他在《文史
知识》上开辟了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的专栏，连续发表系列文章，并于 1994 年汇集为由中华书局出版
的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》一书。此后二十年里，他始终致力于对中国古代史学批评问题的探索，
陆续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，于 2016 年又由重庆出版社出版了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( 增订
本) 》。2017 年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的《瞿林东文集》( 第二卷) 即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》中
的几十篇文章，也都在不同层次上涉及史学批评问题。此外，瞿林东先生自 2016 年起主持的教育部
重大项目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”已经结题，并于近日推出多卷本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》，将会
把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推向新的高潮。瞿先生开创的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研究，成为中国古代史学
史研究的重要新领域，同时史学批评的研究也推动了史学理论问题研究的深入，成为促进史学理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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